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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海洋，是近代世界强国

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近

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却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

家之一，海洋也是中华文明赖以

成长、发展的一个要素。中华民

族在造船航海方面曾取得伟大成

就，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

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由于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基

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品

经济受到人为的阻碍；加上明、清

两代推行“海禁”，使闭关自守、重

陆轻海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因此

迟迟未能形成海权意识。直至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西

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才开始

萌发了近代海防观念。

海防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1840-1842）后期，

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

远的海防大计。林则徐强调“船

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有船有

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

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魏源则

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一

支新式海军，“集于天津，以创中

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自强新政”兴起后，刚刚萌

发的近代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

展。李鸿章呼吁：“ 外国猖獗至

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

自立？”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

更上疏清廷，阐明加强海防的重

要性。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

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

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

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

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

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当西方

列强争雄海上、争夺海权之际，中

国不能自甘落后、无动于衷，他形

象地比喻说：“ 彼此同以大海为

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

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

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已经

认识到建设一支近代海军不仅是

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是

“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需要，这

无疑是近代中国人逐步树立海洋

意识的一个新突破。虽然左宗棠

当时对“海洋之利”的内涵认识还

比较肤浅，但应该说已经有了初

步的海权意识。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

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

程》（直到 6 年后才经代奏转达朝

廷），提出要建立北洋、东洋、南洋

三支新式海军，“每洋各设大兵轮

船六号，根钵轮船（炮艇）十号”，

并各设提督统辖，彼此呼应，联成

一气。三洋各设三座制造厂，“水

师与制造相互表里”。丁日昌的

条陈，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

海军海防的方案。

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欧美有

关海防建设的理论传入中国。同

治十三年（1874），德国人希里哈

的《防海新论》（1868 年在伦敦出

版）由 江 南 制 造 局 译 成 中 文 出

版。这是一部从军事上总结美国

南北战争成败得失的理论著作，

该书的主导思想在于必须以积极

的海上防御措施取代传统的海防

手段。这部书的翻译出版立即在

中国政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

为 中 国 海 防 建 设 的 主 要 理 论 来

源。其时，正值日本入侵台湾，一

个刚刚起步开始学习西方的东洋

岛国也敢打上门来，不能不使清

政府极为震悚。总理衙门认为必

须积极筹措海防，并提出练兵、简

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

应变措施。清廷遂命沿海、沿江

督抚、将军筹议，这就是中国近代

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在讨论中，

有五位督抚大员直接引用了《防

海新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北洋

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本来

就强调近海防御，因此，对希里哈

有关近海重点防御的论述极为欣

赏。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吸

收了希里哈的不少见解，认为希

里哈关于“聚集精锐，以保护紧要

数处，即可固守”的论述“极为精

切”。李鸿章倡导重点设防的守

势战略，就是直接接受《防海新

论》的影响。

精炼海军 加强海防

在第一次“海防议”中，左宗

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

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从

而在国防战略上确立了海洋与大

陆同等重要的原则，也使海防在

国防指导方针中取得了应有的地

位。从此以后，清廷决定由李鸿

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

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

军 。 同 治 十 三 年 至 光 绪 十 年

（1874—1884），北洋、南洋、福建、

广东四支海军规模初具。

“海防议”后的10年，晚清海军

虽有了初步发展，但与西方列强相

比，仍然差距悬殊，这一点在中法战

争（1883—1884）中暴露无遗。当

时，法国舰队横行东南海域，福建水

师被封锁在马尾港内，全军覆没；南

洋、北洋海军也一无可恃，甚至连台

湾海峡都难于涉渡。

中法战后，清廷痛定思痛，急

谋有所改善。光绪十一年（1885）

6 月发布谕旨说，“当此事定之时，

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并命各沿海督抚各抒所见，这就

是第二次“海防议”。第二次海防

建设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

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其

具体措施是决定成立“总理海军

事务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加

强海防的整体建设。同时，决定

集中使用并不宽裕的海防经费，

“与其长驾远驽，难于成功，不如

先练一支，以为之倡”。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光绪十四年（1888）9

月奏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

海军正式成军，共有舰艇 25 艘，总

排水量约 4 万吨，再加上南洋、福

建、广东三支海军，至甲午战前，

中国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艇 78 艘，

总吨位 8 万余吨，成为一支相当可

观的海上力量。

不思进取 终食恶果

中国海军力量的加强，自然

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光绪十五年

（1889），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富

兰克林·特雷西在一份年度报告

中说：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 9

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

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而排在

美国和日本之前。岂料这一海军

建设的成就不但没有成为继续加

强海防建设的动力，反而成了清

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从光绪十

四年后，北洋海军没有再添置新

的战舰。十七年（1891），户部又

决 定 两 年 之 内 暂 停 购 买 北 洋 武

器，海防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北洋

海军在远东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迅

速崛起的日本海军所抵消。经过

20 多年的苦心经营，到甲午战前，

日本海军已拥有中等以上战舰 32

艘，总排水量达 5.9 万多吨，而且

在作战的机动性和海上进攻能力

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实力已超

过了中国北洋舰队，清政府对海

防建设的短视与盲目终于自食苦

果。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晚清国

防战略由“专防内地”向“海口防

御”转变。这种海口重点设防思

想虽有一定实用价值，但从海权

控制来看却是消极保守的。直至

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海军战

略仍是“保船制敌”“避战保船”，

这自然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

模和发展方向。

在西方，从 18 世纪以后，随着

海军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重视

制海权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到

19世纪末，美国海洋理论学家马汉

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

兴衰”的思想，从而直接促成了德、

日、美诸国海军的崛起。光绪十六

年（1890），马汉出版了他的《海权

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

明确表述了要确保商业航运的利

益，就必须获得海上航行的自由，

因此必须掌握制海权。

马 汉 关 于 制 海 权 问 题 的 论

述，引起了正积极向外扩张的日

本的密切关注。日本将该书等列

为军事学校、海军学校的教科书，

海军军官人手一册。相反，在中

国，马汉的海权理论却受到冷落，

直至清朝覆亡后 17 年（1928），比

较全面介绍海权思想的论著《海

上权力论》（林子贞著）才面世，此

时离甲午战争已过去了 30 多年。

对于海权观念，晚清时代的

中国人迟迟未能觉醒，对海洋国

土、海洋资源、海上交通线、海上

贸易的竞争完全处于懵懂状态，

几乎一无所求。淡薄的海洋观念

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漠视把清廷国

防战略的制定引向了歧途，而且

对我国维护海洋权力和利益的事

业造成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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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私人藏书已成为一种

时尚，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建立

自 己 的 私 人 图 书 馆 。 而 在 百 年

前，北京的王府井曾有一家由澳

大利亚人建立的私人图书馆——

“亚洲书库”。

在王府井建图书馆的外国人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 1862

年 生 于 澳 大 利 亚 维 多 利 亚 省 ，

1897 年作为伦敦《泰晤士报》驻中

国记者来到北京，在中国工作了

20 多年，到过中国 10 余个省份，成

了地地道道的“中国通”。1912 年

3 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

统后，聘请莫理循担任民国政府

政治顾问。

从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

伊始，莫理循就敏锐地发现，在文

化底蕴深厚的北京城里，除了几

个私人藏书家外，还没有一家像

样的图书馆，特别是自然科学书

籍奇缺，这与一个文明古国的都

城极不相称。于是他利用各种渠

道，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搜集图

书。仅几年时间，就在位于王府

井的皇亲溥伦的府宅里建成了自

己的图书馆。图书馆建成后，被

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经营图书馆可谓用心

良苦，当时有许多图书价格很高，

莫 理 循 有 时 要 欠 债 购 买 这 些 图

书。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书库的

规模越来越大，声誉也越来越高，

其中收藏的书籍、文献、史料达 2.4

万余册，还有 110 多种报刊以及

1000 多种画册和图片资料。这些

图书来自中、英、法、德、俄、荷、意

等十几个国家，内容不仅涉及中

国，还涉及中亚诸国、日本、印度、

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

（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国家，

门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宗教、历史、地理、文学、法律、美

术、地质、矿物、医药、娱乐等，对

当时的学者深入研究亚洲帮助很

大，“亚洲书库”也由此而得名。

莫理循并没有垄断这些精神

财富，他十分欢迎中国的知识分

子到“亚洲书库”来阅读，也接纳

欧美学者来此从事东方研究。一

些外国来访者受益匪浅，归国后

在媒体上大力推介该书库，使莫

理循及其“亚洲书库”名扬海外。

磨难中保存至今

1916 年 6 月，袁世凯在唾骂声

中死去，莫理循又先后效力于大

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和总理段祺

瑞。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健

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想返回英

国治病，但“亚洲书库”却令他割

舍不下。经过一番考虑，莫理循

决定将“亚洲书库”出让，表示愿

意将书库卖给中国政府、学术团

体或个人。但当时的中国动荡不

安，忙于争权夺势的北洋政府里

根本无人关心和重视文化事业，

而有识之士又苦于囊中羞涩，无

力购买。消息传到美国，各名牌

大学深知“亚洲书库”的价值，纷

纷联系收购。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表现得最为

积极，争相报价，加州大学的报价

高达 3.5 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

不小的数目。然而，莫理循最大

的愿望是将书库留在中国，最低

限度也要留在亚洲，于是他在出让

“中国书库”时提出了 3 个条件：

藏书必须永久保存；图书馆需用

“莫理循文库”名义；为学者阅读

提供方便。最终，“亚洲书库”被

当时日本三菱财阀岩崎小弥太以

3.5 万英镑的高价收购。岩崎的父

亲素来珍爱东方文化，特别钟情

于中国史籍，曾高价收购过中国

旧藏珍籍，他以中国宋、元图书为

主建立的“静嘉堂文库”，藏书达

25 万册。

“中国书库”的藏书从北京由

铁路运往天津大沽，从大沽装上

“高砂丸”号邮船，1918 年 9 月运抵

日本横滨。但是，藏书刚刚搬到

日本就遭遇了一场灾难。1918 年

9 月，暴风雨袭击了日本深川，临

时存放图书的位于深川的岩崎别

墅遭到水淹，大部分图书被海水

浸泡。岩崎召集各路专家进行紧

急抢救，经过洗涤、干燥、改装等

多道工序，大部分图书得以复原，

但仍然有一部分图书无法修复，

只能丢弃。

巨 大 的 损 失 令 岩 崎 痛 心 不

已，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又对书库

进行了补充，先后购进涉及中国、

日本、中亚、波斯、印度以及南洋

诸国的图书近 5 万册，还从日本记

者渡边哲信手里征集到清末民初

在北京发行的全套《顺天时报》等

史料。这样，“亚洲书库”不仅补

上了损失的图书数量，而且在原

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各种图书资

料 3.1 万余件。鉴于书库规模迅

速扩大，超出了“亚洲书库”原有

的内容，岩崎决定将书库改名为

“东洋文库”。

1922 年，岩崎在东京建成了

一座新的“东洋文库馆”，并组织

专家对文库进行了系统整理。当

浩大的整理工程进行之时，1923

年，关 东 地 区 发 生 了 8.2 级 大 地

震，东 京 市 区 几 乎 被 夷 为 平 地。

令人称奇的是，东洋文库馆未遭

严重毁损，书籍较完整地保存下

来。如今，这些图书依然被保存

着，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和亚洲

历史的重要资料。

摘自《环球时报》

古代两军交战，为了抵御

敌 军 刀 剑 及 箭 镞 对 身 体 的 伤

害，士兵们往往会穿上甲衣或

手拿盾牌进行防护。甲衣一般

都是用铁片串连而成的，不过，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竟

然还有用纸做成的甲衣。

南 宋 真 德 秀 任

泉州知州时，上枢密

院 的 奏 折 称：“ 所 有

本寨军器都稍足备，

但 水 军 所 需 者 纸

甲 。 今 本 寨 乃 有 铁

甲百副，今当存留其

半，而以五十副就本

军换易纸甲。”（《真

文忠公文集·申枢密

院 措 置 沿 海 事 宜

状》）在今人看来，用

纸 甲 防 御 刀 箭 很 不

可思议，但从真德秀

的奏折来看，纸甲的

防 御 能 力 还 要 优 于

铁甲。

纸 甲 至 迟 在 南

北 朝 时 期 已 经 用 于

军事，此后一直沿用

至 清 代，不 曾 间 断。

《南史·齐本纪》云：

东昏侯时，北魏兵压

境，“(帝)乃聚兵为固

守计，召王侯分置尚

书 都 坐 及 殿 省 。 尚

书 旧 事 ，悉 充 纸

铠”。“纸铠”，即用以

护 身 的 纸 甲 。 唐 宣

宗 时，徐 商 守 蒲 州，

有兵士千人，“襞纸为铠，劲矢

不能透”。（《新唐书》卷 113）这

种纸质铠甲，竟然连箭都射不

穿，足见其柔韧和安全。五代

十国时期，南唐与后周交战，

“民间又有自相率、以纸为甲、

农器为兵者，号白甲兵”。（《南

唐书》卷三）

北 宋 仁 宗 康 定 元 年(1040

年)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造

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

一 次 性 制 造 和 分 发 3 万 件 纸

甲，可见这种装备已经是当时

的正式装备。司马光的《涑水

纪闻》在记载了这一内容后，又

有“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账籍

制造”。可见，宋代的纸甲是用

陈年账簿的纸张制造的。时任

陕西经略安抚使的田况也说：

“臣前通判江宁府，因造纸甲得

远年账籍。”（李焘《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 132）

明军抗击倭寇时，也使用

了纸甲。至于为什么弃铁甲而

用纸甲，明人茅元仪的《武备

志》总结道:“(南方)天

雨地湿，铁甲易生金肃

烂，必不可用矣。倭夷

土贼率用火铳神器，而

甲有藤有角，皆可用。

但铅子俱能洞入，且体

重难久。今择其利者，

步兵性有辑甲，用辑布

不等。若纸绵俱薄，则

箭亦可入，无论铅子。

今需厚一寸用绵密辑，

可长至膝。”可见，纸甲

并非完全用纸，而是由

纸和丝帛等物混合制

作而成，并且 厚 度 达

一寸。明代杨国桢在

《涌幢小品》中也记载

了 纸 甲 的 制 作 方 法:

“纸甲，用无性极柔之

纸，加工捶软，迭厚三

寸，方寸四钉，如遇水

雨浸湿，铳箭难透。”陈

氏所说的“ 无 性 极 柔

之纸”不知是何纸，但

可看出它极柔韧，迭

厚三四寸后再用铁钉

固定。

2004 年 11 月，贵

州省凤冈县双山乡田

家寨村的青杠坝发现

了一件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

纸甲实物，可见纸甲直到晚清

依然在战争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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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

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

同治十三年，清廷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此后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

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

光绪十一年，清廷进行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光绪十五年，美国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 9 位，这也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

光绪二十年，在李鸿章“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战略思想下，甲午海战以北洋舰队的惨败而告终。

晚清海权观的萌发与滞后
杨东梁

莫理循

“亚洲书库”一角海军衙门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

北洋水师铁甲舰“定远”号

第一次鸦片战争海域图


